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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融财团的形成及地位

陶水木
(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310036)

　　内容提要:浙江金融财团是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华资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渐形

成的。其形成的标志:一是浙系金融资本迅速发展 ,在上海居于主导地位 ,且经营趋

于集团化;二是浙籍金融资产阶级基本掌握了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钱业公会和银行

公会 ,有了财团的组织形式;三是随着金融实力的增强 ,浙籍金融资产阶级步入了要

求独立发展的成熟阶段;四是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浙籍金融家 ,有了财团的优秀代表和

有影响的代言人 。

关键词:浙江金融财团　标志及地位

自 1928年 6月日本报纸首先提出“江浙财阀”概念后 ,中外学术界对近代以上海为核心基

地 、以江浙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的称谓已有“江浙财阀” 、“江浙财团” 、“上海财阀” 、“浙

江财阀” 、“江浙金融财团”等多种。这些概念的资本内涵虽略有差异 ,如江浙财团(财阀)、上海

财阀 、浙江财阀既包括金融资本 ,也包括工商业资本;江浙金融财团仅指金融资本。但这些概

念的资本籍属涵盖是一致的 ,即不仅包括江浙籍资本 ,也包括一切以上海为活动基地的其他籍

资本 。本文所要讨论的仅是金融资本 ,文中所说的浙江金融财团 ,是指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地

区(本文的考察以上海为限),以血缘地缘关系和同业组织为纽带结成松散联系的浙江金融势

力。之所以对研究范围作这样界定 ,意在更准确地考察浙籍金融资本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地位

和作用。

浙江金融财团是随着辛亥革命以后 、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华资金融业

(尤其是银行业)的崛起而形成的 。由于北京政府初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族主义发展的措

施 ,也由于辛亥以后振兴实业思潮的推动 ,还由于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因忙于战争 ,暂时缓和

了中国民族资本所承受的压力 ,民族产业资本在辛亥以后获得持续发展。金融资本适应产业

资本和政府财政的需要也快速发展。1912—1927年 ,全国新设银行 313家 ,资本总额约 206

628千元 ,是 1897—1911年设立数的 10.4倍 ,资本额的 8.1 倍 ,其中设于上海的 56家 ,资本

33 979千元(缺 6家银行资本)①。钱庄业也由辛亥前后的低潮中迅速恢复和发展 , 1912 年上

海汇划钱庄(以下统计均为汇划庄)只有 28家 ,1918年增至 62家 , 1926年达 87家②。在民族

金融资本大发展中 ,浙江金融财团逐渐形成 ,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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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 ,第 191页。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1年版 ,附录。



一 、浙籍金融资本迅速发展 ,在上海居于主导地位 ,且经营趋于集团化

上海钱业起源于浙绍商人的碳栈兼营货币存放业 。在晚清 ,浙帮钱庄在上海已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①。进入民国后 ,上海钱业资本日益集中到浙江帮之手 ,从表 1可以看出:辛亥以

后至 30年代 ,浙江帮钱庄家数在上海钱业中始终占 60%—73%之间;其正附资本额始终占上

海整个钱庄资本额的 70%左右 ,说明上海钱业资本已基本为浙江帮所掌握②。浙籍钱业资本

中又以绍兴帮为主 ,笔者查得 ,在 1912年上海 28家钱庄中绍兴帮至少有 12 家 ,占 43%;在

1928年 80家钱庄中 ,绍兴帮至少有 33 家 ,占 41%③。另据学者 20世纪 30年代初的研究统

计 ,在 1931年 2月上海 76家钱庄中 ,绍兴帮共 38家 ,占 50%④;在 1935年上海 55家钱庄中 ,

绍兴帮计 27家 ,仍占 49.1%⑤。
表 1 1912—1930 年浙帮钱庄在上海钱业中的地位 资本额单位:万两

年份 户数 帮别 、户数 、占% 资本额 帮别 、资本额及所占% 平均资本

1912 28

1924 83

1926 86

1928 80

1930 77

浙帮 20 71.4

外帮 8 28.6

浙帮 53 63.8

外帮 30 36.1

浙帮 53 61.6

外帮 33 38.4

浙帮 52 65

外帮 28 35

浙帮 56 72.7

外帮 21 27.3

110.8

1004.3

1357

1256.3

1364

浙帮 87.8 79.2 4.39

外帮 23.2 20.8 2.9

浙帮 660.7 66 12.47

外帮 343.6 34 11.46

浙帮 855.3 63 16.13

外帮 501.7 37 15.2

浙帮 856.8 68 16.16

外帮 399.5 32 14.27

浙帮 1035 76.1 18.48

外帮 329 23.9 15.67

　　资料来源:1912 年庄名 、资本 、经理姓名据《上海钱庄史料》第 193—194 页;1924年相关资料据《总商会月
报》第 3 卷 , 第 7号《南北市钱业》表;1928 、1930年据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所录《上海钱业公会入会同业
表》 , 1932 年 12 月第 3 版;其余年份据《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 202 页表改制。所列各年钱庄经理籍贯据上
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钱商业同业会档” S174-1-10、12、13 ,及上海社科院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藏:《上海市
钱业调查录》(1934 年)、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等资料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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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该年 55家钱庄经理籍属情况是:绍兴帮 27 家 , 占 49.1%;宁波帮 16 家 , 占 29.09%;苏州洞庭山帮 7 家 , 占

12.73%,上海本地帮共 3家 ,占 5.45%,镇江帮 2家 ,占 3.64%,见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 ,光明书局 1936年版 , 第 104

页 ,百分比系笔者算出。

丁裕良:《最新上海金融论》 ,上海世界书局 1931年版 ,第 87—88页。

据《上海钱庄史料》第 193—194页及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所录《上海钱业公会入会同业表》1928年所录经理

人员查得 ,但绍帮实际经理的钱庄肯定不止此数 ,因为仍有几家钱庄经理笔者无法确定其籍属。

近代上海钱业界习惯上以经理的籍贯分成若干帮 ,本文沿用此说。参见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 ,上海光明书局

1936年版 ,第 104页;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 ,见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第 72页;魏友 :

《十年来上海钱庄事业之变迁》 ,《钱业月报》第 13卷 ,第 1号 , 1933年 1月 15日。

秦润卿说,上海钱庄“自筚路蓝缕 ,开辟草莱 ,迄于播种耕耘收获 ,无时无地莫不由宁绍两帮中人之努力为多。”(秦

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 ,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第 70页。)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也说:

“清代钱庄 ,绍兴一派最有势力 ,当时阻止票号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者 , 此派之力也。”(王孝通:《中国商业史》 , 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 ,第 221页。)



浙系银行资本发展也很快 。据杜恂诚统计 ,在 1912—1927年间上海创办的 56家银行中 ,

知创办人或企业代表的 49家 ,笔者查得浙商创办或为企业代表的 29家 ,占 59%①。但该项统

计尚有疏漏 ,据笔者统计 ,1912—1927年间浙籍商人在上海创办或为企业代表的银行至少有

37家②。这说明 ,上海银行资本很大程度上已为浙籍金融资产阶级所掌握。法国学者白吉尔

说上海“银行业为浙江企业家所垄断”③ 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 30 年代日本学者森次勋说

“浙江系曾将上海之土著新式银行之大半收归其掌握之下” ,并非是夸大之词④。

浙系保险资本在上海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他们是上海商办保险业的开拓者 。1904年宁

波帮参与周金镳创设华洋人寿保险公司。1905 年湖州巨商庞元济等创办了合众水火保险公

司 ,同年朱葆三(定海)、傅筱庵(镇海)、严信厚(慈溪)、周金镳 、王一亭(吴兴)创设华兴水火保

险公司。随后又有朱葆三 、沈仲礼(鄞县)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 ,徐冠南(嘉兴人)创办信益保

险公司 ,朱葆三创办华成经保险公司 ,王一亭 、李云书(镇海)参与创办华通水火保险公司 ,李厚

祚(镇海)参与创办延年人寿保险公司⑤。进入民国后 ,浙系保险资本在上海仍占明显优势 。

1934年 ,总公司设在上海的保险公司共有 22家⑥ ,笔者已查得浙系经理的至少有 13家⑦ ,占

总数的 59%。这还不包括宋汉章手创并任董事长 、浙人董事占多数的中国保险公司 ,及原由

朱葆三等甬商创办 、这时浙人董事仍占多数的华成经保险公司等 。

浙系证券 、信托业资本在上海的优势也很明显。1920年 7月 1日 ,虞洽卿(镇海)等发起

创设了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综合性交易所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虞任理事长 ,6名

常务理事中浙籍有郭外峰(鄞县),盛丕华(镇海),周佩箴(吴兴),赵家艺(慈溪)4人;在 13名

理监事中浙籍至少有 10人;由发起人认领的 9900股股本中 ,仅宁波帮 、湖州帮就有 6400股 ,

占总数的 65%⑧。随即开业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主要也由孙铁卿(余姚)、冯仲卿(余姚)、张

慰如(嘉兴)等发起创设⑨ ,他们都任常务理事 ,以后孙 、张还先后任理事长 10。随后交易所勃

兴 ,与交易所股票业务关联的信托公司也随之兴起 。1921年 6 月绍兴帮巨子田祈原(上虞)、

田时霖(上虞)、宋汉章(余姚)、王晓籁(嵊县)、胡熙生(余姚)、谢伯殳(绍兴)、裴云卿(上虞)、孙

铁卿(余姚)、陈一斋(上虞)、胡莼芗(余姚)、周星堂(绍兴)、李济生(上虞)、严成德(余姚)等 46

人发起成立中央信托公司 ,额定资本达 1200万元 ,实收 300万元 ,为当时信托公司之最。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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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旧上海的金融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339—340页。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第 341页;《申报》1920年 5月 21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63—65页 ,第 26页。

这 13家保险公司是:华兴(董事长傅筱庵 ,镇海;总经理厉树雄 ,定海)、中央信托公司保险部(董事长田祈原 , 上虞;

总经理严成德 ,余姚)、中国天一(董事长王伯元 ,慈溪;总经理梁晨岚 ,宁波)、四明(董事长孙蘅甫 ,慈溪;总经理谢瑞森 , 宁

波)、安平(董事长卢学溥 ,桐乡;总经理董汉槎 ,余姚)、泰山(董事长徐新六 ,余杭;总经理孙仲立 ,不明 ,但从该公司董事徐新

六 、李馥荪 、刘鸿生 、王启宇 、胡孟嘉 、厉树雄 、竹淼生 、徐寄 都是浙人看 ,董事兼总经理孙仲立浙籍可能居大)、通易信托公

司保险部(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溯初 ,永嘉)、华安水火(董事长沈联芳 ,吴兴;总经理傅其霖 ,镇海)、宁绍人寿(董事长乐振葆 ,

鄞县;总经理胡咏骐 ,宁波)、宁绍轮船公司保险部(董事长乐振葆 ,鄞县;总经理袁履登 ,鄞县)、肇泰(经理徐可陛 ,宁波)、丰

盛(董事长周作民 ,江苏淮安 ,经理李祖超 ,宁波)、宝丰(总经理朱如堂 ,吴兴),见前揭《保险年鉴》 ,籍贯据其他资料查得。

不包括永安人寿 、永安水火 、先施人寿 、先施置业 、太平 、上海联保水火 6家分公司 ,见《保险年鉴》 ,中华人寿保险协

进社 1935年版。

前揭拙作:《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附录一。

〔日〕森资勋著 、汤怡译:《上海财阀之鸟瞰》 ,《经济评论》第 2卷 ,第 1号 , 1935年。

〔法〕白吉尔著 、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1911—1937》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162页。

笔者博士论文:《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 , 1840—1936》附录一 ,藏浙江大学图书馆。

创办的银行 、资本 、创办人或企业代表见前揭杜恂诚书附录 ,籍贯系笔者据其他资料查得。



黄溯初 、徐寄 等于 1921年 7月设立的通易信托公司(黄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也颇有实力 。交

易所与信托公司的连手投机 ,终于引发“民十信交风潮” 。风潮过后 ,交易所能继续营业的仅上

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 6家① ,信托公司“能不卷入旋涡而得以独存者仅中央 、通易两公司耳”② ,

所以有人称这两家公司“诚信托公司之岁寒松柏也”③ ,而且直至 20年代末上海仍仅这两家信

托公司④。中央信托公司风潮过后“信用卓著 ,营业发达” ,1927年资产已达 811.4万元 , 1931

年增至 1106万元 ,在全国信托业“足称为翘楚”⑤。这说明 ,上海证券信托业资本也有向浙江

帮集中趋势。浙籍金融资本不但在各类金融机构占据明显优势 ,而且经营趋于集团化。

首先 ,浙系钱庄 、银行 、保险业内部的相互代理 、相互开户 、联合清算 、相互投资和兼职等加

强了彼此联系 ,使各类浙籍金融资本具有集团色彩 。上海钱庄间早就存在拆借 、收解等业务联

系。随着钱业的发展各庄间联系日益密切 ,其中公单制和准备库制对加强各庄联系关系尤重 。

1890年宁绍帮各大钱庄首创“公单制度” ,每天下午 2时后 ,各汇划庄将其应收之庄票送到原

出票钱庄换取公单 ,然后交钱业“汇划总会”汇总 ,由该总会将各庄公单相互扎抵 ,是为中国票

据清算之滥觞。这一制度大大加强了钱庄间的联系 。因为(1)为了实现在“汇划总汇”清算划

拨 ,各汇划庄必须相互存入款项 ,这就密切了各庄间联系;(2)汇划规章规定:元 、亨 、利 、贞四等

未入园庄不得赴汇划总会汇划 ,必须转托与其有往来的汇划庄代理 ,需代理庄必须存款于代理

庄 ,用以清算划拨 ,这又加强了汇划庄与非汇划庄之间联系。20世纪 30年代初 ,上海钱业界

又创设钱业准备库 ,规定凡公会会员(即汇划钱庄)一致加入为基本会员 ,元字庄愿加入者也为

会员 ,非至闭歇不得退出 。准备库额定财产准备 2 700万元 ,现金准备 300 万元 ,各基本会员

必须缴存 30万元以上的准备财产及现金。准备库的任务是办理同业存放 、贴现 、兑换和票据

交换 、转帐及其与银行收解等事宜 ,为此各会员庄必须在准备库各开往来户 。准备库制度使上

海钱业成为风险共担 、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同业集团 ,而浙江帮既是该集团的主体 ,又完全掌

握了准备库的实权 ,准备库第一届主席及 5名常务委员会是清一色的浙江系 ,15名执行委员

中浙籍也占 14人⑥。此外 ,浙帮钱庄经理间的相互投资使各庄联系更为紧密 。20世纪 20年

代前后 ,浙帮钱庄经理间的相互投资十分普遍 ,如永丰庄经理陈一斋(上虞)是宝丰 、志丰 、滋

丰 、鸿丰 、厚丰 、春元 、怡大多家钱庄投资人;滋丰庄督理李济生(上虞)在永丰 、志丰 、和丰庄拥

有股份;五丰庄投资人张文波(上虞)是存德庄经理;春元庄投资人胡莼芗(余姚)是怡大庄经

理 ,并在信孚庄拥有股份;志诚庄经理徐承勋(慈溪)投资永聚 、益昌钱庄;而志诚庄投资人谢韬

甫(余姚)是承裕庄经理;赓裕庄经理盛筱珊(慈溪)也是志诚庄投资人;福源庄经理秦润卿(慈

溪)、鸿胜庄经理郑秉权(慈溪)同时又是鸿祥庄投资人;信成庄经理陈梅伯(上虞)同时是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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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准备库主席秦润卿(慈溪),常务委员秦润卿 、俞佐庭(镇海)、傅松年(鄞县)、裴云卿(上虞)、胡熙生(余姚),委员秦

润卿 、俞佐庭 、傅松年 、裴云卿 、胡熙生 、李寿山(慈溪)、王鞠如(绍兴)、盛筱珊(慈溪)、何衷筱(上虞)、赵文焕(上虞)、谢韬甫

(余姚)、王怀廉(余姚)、李济生(上虞)、徐伯熊(慈溪)、王伯埙(江苏太仓)。 名单据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下册 , 第 233

页 , 1932年 12月第三版。籍贯系笔者据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档” ,及《上海市钱业调查录》(中国银行总

管理处业务调查课 1934年油印本 ,藏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等查得。

前引《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 ,第 222页。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 ,商务印书馆 1930年初版 ,第 18页。

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 ,华丰印刷所 1926年 11月,第 127页。

〔黄〕溯初:《信托业之过去与将来》 ,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1934年),台湾文海影印

本 ,第 203页。

冯子民:《民元来上海之交易所》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 ,银行学会 1947年编印 ,第 151页。



庄投资人等等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1933年时仍有 9位浙帮钱庄经理同时投资 2家以上钱

庄②。

20年代前后 ,沪上浙系银行以南五行和宁波系三行为核心联合起来 ,经营趋于集团化 。

“南五行”即中国银行上海分行(1928年总行迁沪)、交通银行上海分行(1928年总行迁沪)、浙

江兴业银行 、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③。中国银行的基础是大清银行 。在清末最

后几年 ,由浙帮宋汉章 、胡 芗(余姚)经营的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商化”日益明显④ ,浙籍股东

比例日重 ,如叶景葵(杭州 ,大清银行总行署理监督)、项兰生(杭州 ,大清银行总行书记长)、吴

鼎昌(吴兴 ,大清银行总务科负责人)、宋汉章 、蒋抑卮(杭州)、胡藻青(杭州)、沈新三(嘉兴)、蒋

孟萍(吴兴)、周湘龄(吴兴)、张澹如(吴兴)等都是大股东⑤。武昌起义爆发后 ,叶景葵 、吴鼎

昌 、宋汉章为保全商股利益 ,在上海发起成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 ,并呈请南京临时政府“将大

清银行改设中国银行” ,仍由宋汉章任经理。此后 ,宋氏长期担任该职 ,副经理一职也长期由他

的余姚同乡担任⑥。所以该行被视为“浙江系”银行⑦。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原并非浙系经营 ,

1917年初吴兴人钱新之出任沪行副经理 ,次年升任经理。1921年钱氏引进胡孟嘉(鄞县)开创

国际汇兑业 ,并努力扩大在金融和工商界的影响 ,使沪分行成为交行业务的“龙头” 。1922年

钱新之北上任交行总行协理后 ,原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盛竹书(镇海)继任沪行经理 ,1927年盛

氏病故后 ,胡孟嘉升任经理。1928年交行总行迁沪 ,胡即升任总行经理 ,桐乡人卢学溥任总行

董事长 ,所遗沪行经理一度由唐寿民(镇江)担任 ,但不久即由胡孟嘉兼任 ,后又由钱业领袖秦

润卿继任⑧。所以该行与中国银行一样被视为“浙江系”银行⑨。浙江兴业银行自 1907年创办

时其大股东就是清一色浙籍 10,这种状况直至 30 年代没有改变 11。1914年该行在叶景葵 、蒋

抑卮主持下力行改革并迁总行于沪上 ,之后该行在叶 、蒋及盛竹书的合力经营下业务迅速发

展 ,其存款额曾“连续多年在商办银行中居第一位” 12 ,成为全国商办银行中的佼佼者。浙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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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尚其亮等:《浙江兴业银行兴衰史》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46页。朱镇华在《徐寄 生平事迹》中说“从 1919年到 1926年 ,(浙兴)连续几年存款额占全国大银行的第一

位” ,见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旧上海的金融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122页。

如 1934年浙兴 13名董监事中 ,除 2名难以查清籍属外 , 余皆浙籍。董监事名单见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

会商业统计·金融业》 ,第 66页 ,台湾文海影印本。

拙作:《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表 2-4。

雷啸岑译:《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 ,《时事月报》第 7卷 , 第 1 、2 期, 见陈真主编:《中国工业史资料》第 1辑 ,第 329

页。

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1932年版 ,第 54—55页 ,籍贯系笔者查得。

雷啸岑译:《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 ,《时事月报》第 7卷 , 第 1 、2 期, 见陈真主编:《中国工业史资料》第 1辑 ,第 329

页。

1913年至 1917年江苏宝山的张嘉 曾任副经理 ,从 1918年起一直由余姚人胡 芗 、严成德 、冯仲卿 、史久鳌任副

经理。其中冯仲卿担任副经理达 26年(1921—1947)。

中国银行行史编委会:《中国银行行史》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88页。籍贯系笔者据其他资料查得。

大清银行开办资本为 400万两 ,官商各半 , 1908年资本增为 1000万两 ,新增 600万两仍为官商各半 ,商股主要来自

江浙地区 ,尤其是上海。 1912年改为中国银行后 ,商股改为存款 ,中行名为官商合办实无商股。 1915年始招商股 ,且商股比

例迅速提高 , 1915年为 17.01%, 1917年为 59.29%, 1921年为 72.64%, 1923年为 97.47%,官股只剩 5万元。商股绝大部

分是 1912年改为存款的原大清银行股东。

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 ,光明书局 1936年 4月版,第 98页。

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调查课:《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油印本)汇总 , 藏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

企业史研究中心。

拙作:《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附录三 , 《上海钱庄史料》第 264—269 、764—765页有关内容。



业银行的基础是原浙江省银行上海分行 。辛亥后 ,浙江军政府派李馥荪(绍兴)、陈朵如(萧山)

接管浙江银行 ,经清理后改组为官商合办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 。欧战期间 ,该行业务蒸蒸日

上 ,且“商化”日浓 ,大战结束后 ,仅上海分行李馥荪 、周宗良(宁波)、卢学溥(桐乡)3人的股份

就超过 30万元①。1923年李馥荪在商股力量的支持下策动官 、商拆伙 ,商股在上海设立浙江

实业银行 ,实收资本 180万元 ,李馥荪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后兼董事长),陈朵如为副总经理 ,

大股东几乎是清一色浙江人②,成为“浙江系之重要金融机关”③ 和沪上商办银行的后起之秀 。

成立于 1915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虽然主要由苏籍的庄得之 、陈光甫创办 ,并由庄 、陈分任

董事长和总经理 ,但“浙实”总经理李馥荪也是发起人 ,并在创办时即投资 2万元 ,占该行 7万

元创业实收资本的 28%④ ,以后他长期是这家银行的董事。而且该行与“浙兴” 、“浙实”业务联

系密切 , “所以陈光甫虽属苏人 ,而实与浙人各行为伙伴”⑤。

宁波系三行即四明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垦业银行⑥。四明银行自 1908 年成立时就

是纯粹的宁波帮银行 ,其发起人和第一届董事会是清一色宁波人⑦。进入民国后 ,该行在总经

理孙衡甫(慈溪 ,后又兼董事长)的主持下(前后达 20余年), “储蓄极为发达”⑧, “信誉也日

旺” ⑨,至二三十年代之交 ,该行资本和存款额在上海商办银行中均名列前茅 10。进入民国后中

国通商银行也逐渐演化为宁波帮银行。辛亥以后 ,通商银行的最大股东招商局的股份全数派

给股东 ,而浙商严子均(慈溪)、严廷桢(慈溪)、周金镳 、傅筱庵 、王存善(杭州)、谢纶辉(余姚 ,时

任通商银行华经理)都是 20世纪初招商局大股东 11 ,这就使通商银行中浙系的股权大为增加 。

1919年谢纶辉(余姚)去世后 ,傅筱庵任通商华经理(后改为总经理),次年通商董事会议决:以

后关于存款 、放款 、抵押及进出利息都由傅氏决定 12 ,傅氏遂长期控制这家银行。1934年时 ,该

行董事会已是清一色的浙系 、特别是宁波帮 13。中国垦业银行原设于天津 , 1929年王伯元(慈

溪)、秦润卿(慈溪)、梁晨岚(宁波)、李馥荪 、徐寄 (永嘉)等接办后设总行于上海 ,秦润卿任董

事长兼总经理 ,王伯元为常务董事兼经理 , “实力颇厚” 14。在全部 250万元资本中 ,王伯元 、王

仲允兄弟占 58%,其董事会也是清一色的浙籍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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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13

 14

 15 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 ,第 49—50页。即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润卿 、常务董事兼总行经

理王伯元 ,常务董事何谷声(余姚)、王仲允(慈溪)、梁晨岚(宁波),董事李馥荪(绍兴)、徐寄 (永嘉)、周宗良(宁波)。

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 , 1932年版 ,第 270页。

即董事长傅筱庵 ,常务董事徐圣禅(镇海)、谢光甫(谢纶辉之子)、孙衡甫(慈溪)、朱子奎(定海 ,朱葆三子),理事厉

树雄(定海)、俞佐廷(镇海),总经理朱子奎。见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 ,第 43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 ,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34页。

他们都是招商局董事或查帐员 ,见《轮船招商局历年大事记》(1947 年);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中国的股份制》 , 中国

档案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48 , 49页。

参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民国二十三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 , 1935年版 ,第 4页。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油印本)第 19号。

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 , 1926年版 ,第 18页。

前揭拙作表 2-5。

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 ,第 98页。

前引《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 ,第 209页。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36页。

〔日〕森次勋:《上海财阀之鸟瞰》 ,《经济评论》第 2卷 ,第 1号 , 1935年。

1932年时李馥荪 、钱新之 、周宗良的股份占 50%以上,以后李馥荪个人股份曾占 60%左右。见秦天孙:《李馥荪与

浙江实业银行》 ,浙江省政协文史委:《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153页。

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95页。



上述银行 、特别是“南五行”在经营上相互声援 、相互支持 ,包括相互对开往来户 、相互代理

收解 、在头寸紧缺时相互存款以通融支援 , “浙实” 、“浙兴” 、“上海商业储蓄”向中国银行领用兑

换券等等 ,虽无联营或集团的组织形式 ,实已有联合经营之效果 。

在论及浙江金融财团时 ,不能不对“北四行”金融集团略加讨论。“北四行”即盐业银行 、金

城银行 、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 ,它们中除中南外 ,都于欧战时期设立于天津。1921年 11月 ,盐

业 、金城 、中南三行“为活泼金融 ,压低利率” , “以期实业勃兴而国民生计可籍以发展” ,共同出

资200万元实行联营 ,在上海 、天津 、北京设立联合营业事务所 ,不久成为四行联合营业事务

所。随即在上海设立四行准备库 ,以十足准备联合发行银行兑换券 。1923 年 1月 ,四行又各

出资 25万元 ,联合在上海设立业务完全独立的四行储蓄会① ,后又于 1931年成立四行企业部

和四行调查部 ,形成有组织的颇具规模的银行集团 。学术界把这一集团称为“华北财团” 。这

是不确切的 ,这不仅因为其中的中南银行总行设于上海 ,它的资本来源 、业务重点等都在“南

方” ②;也不仅因为四行中金城银行的主要创办人吴鼎昌是浙籍吴兴人 ,从 1917年起吴在任金

城董事的同时 ,又任盐业银行总经理达 20余年。更重要的是 ,四行集团的形成是以四行联营

为标志的 ,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 、四行准备库 、四行储蓄会是四行的统一领导 、协调和调剂中

心 ,而吴鼎昌集这 3个机构的主任于一身 ,是这一金融集团的首脑。联营以后 ,四行业务重心

也向上海转移③。1926年初 ,与浙帮各银行关系密切的钱新之(吴兴)又担任四行准备库及储

蓄会副主任 ,坐阵上海 ,主持四行在上海的统一行动 , “与浙江系财界结着密切关系”④。1930

年“四行储蓄会”规定:四行借用储蓄会资金须以栈单向储蓄会实行再抵押 ,储蓄会成了四行的

“中央银行”⑤。很明显 ,通过几个联营机构 ,吴鼎昌 、钱新之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四行经营大权。

浙系银行的集团化是建立在内部的相互投资和兼职基础上的 ,通过相互投资和兼职 ,使浙

系投资和主要由浙系投资经营的银行结成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集团群体。如钱新之是交通

银行常务董事 ,又是浙江实业银行驻行董事 、上海市银行理事 ,大陆银行 、中国国货银行 、中国

农工银行 、金城银行 、盐业银行 、辛泰银行董事和四行准备库 、四行储蓄会副主任 。中国银行董

监事和经理人员有李馥荪 、徐寄 、宋汉章 、卢学溥 、冯仲卿(余姚 ,副经理)、史久鳌(余姚 ,副经

理)、潘寿恒(余姚 ,副经理)、程慕灏(桐乡 ,副经理),其中董事长李馥荪又兼任浙江实业银行董

事长兼总经理 ,交通银行 、中国垦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徐寄 又是浙江兴业银行

常务董事 ,中国银行 、中国垦业银行 、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和上海绸业银行监察人;宋汉章又兼任

新华储蓄银行及中和商业储蓄银行 、永亨银行董事;卢学溥又任浙江实业银行驻行董事 、永亨

银行董事;冯仲卿又兼任中和商业储蓄银行常务董事 ,上海绸业银行 、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

董事;史久鳌又是惠中商业储蓄银行 、上海至中银行董事 、信通商业储蓄银行监察人。中华商

业储蓄银行董事会中有朱子奎(定海)、傅筱庵 、王一亭 、朱子谦(吴兴)等 ,而王一亭又任江南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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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见应永玉:《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 ,《江海学刊》1997年第 5期。

前引《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 ,《时事月报》第 7卷 ,第 1 、2期 , 1932年 ,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第 323页。

1934年上海四行储蓄会库存现金 2948万元 ,仅次于中央银行 、华侨银行居全国 28家重要银行第三位;盈利 215万

元 ,占四行盈利总和的 72%,见中行总管理处:《民国二十三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 1935年四行准备库发钞达

7228万 ,占全国重要银行发钞额的 12.3%。

中南银行由爪哇侨商黄奕住创办 ,在 500万元开业资本中,黄出资 350万元。

《四行准备库与储蓄会》 ,《总商会月报》第 3卷 ,第 7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 ,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 82—89页有关内容。



行董事 、广东银行上海分行参事;朱子奎又是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傅筱庵则是通

商银行董事。通商银行常务董事还有徐桴(镇海)、孙衡甫 、谢光甫 ,而徐同时任上海市银行理

事兼总经理 ,大来商业储蓄银行 、辛泰银行董事;孙氏又是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谢光甫兼

任信通商业银行董事 。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中有宋汉章 、俞佐庭 、冯仲卿 、史久鳌 、金

润泉(萧山)、马寅初(嵊县)、王绶珊(绍兴 ,著名盐商),而俞同时任四明银行 、大来银行 、江海银

行 、惠中商业储蓄银行 、统原商业储蓄银行 、国泰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在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

业银行董事会中 ,除刘任董事长外 ,还有刘吉生(定海)、胡孟嘉(鄞县)、徐新六(余杭)、吴启鼎

(慈溪)、戴耕莘(镇海)等 ,而刘鸿生 、刘吉生兄弟又任中国煤业银行董事 ,刘吉生还任江浙商业

储蓄银行董事;胡孟嘉又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 、上海市银行理事 、新华储蓄银行董事 、国华银行

监察人;徐新六又任中国国货银行监察人 、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浙江兴业银行董

事会中除上述徐寄 、徐新六外 ,还有叶葵初 、蒋抑卮 、张澹如(吴兴)、沈籁清(常务董事 ,嘉兴)

等 ,而张澹如又是通易银行 、华安银行 、华业银行 、上海绸业银行董事及嘉华银行上海分行参

事 ,蒋抑卮又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监察人 。中国垦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行经理王伯元 ,同时又是

国泰银行董事长 、上海通和商业储蓄银行 、宁波实业银行董事 。上海绸业银行发起人 、该行董

事长兼总经理王延松(绍兴)同时又是大沪商业银行董事。金城银行创办人吴鼎昌除任该行董

事外 ,又任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 、四行联营事务所 、四行准备库 、四行储蓄会主任。笔者不完

全统计 ,1934年有 11位浙籍银行家在上海 5家以上银行中担任董监事 ,有 23位浙籍银行家

同时在上海 3家以上银行董监事会中任职①。

浙籍保险业资本也显集团化趋势。其一 ,若干家浙系保险公司由于经营得法 ,资本快速积

累 ,成为业中翘楚。如完全由绍兴帮钱庄创设的中央信托公司保险部 ,开办以后“业务年有进

展 ,故信誉颇佳”② ,至 1937年资本达 500万元 ,居华商保险公司魁首③。由王伯元任董事长 、

梁晨岚任总经理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 ,1934年创办时额定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250万元 ,

居沪上保险业第二位④。1931年由宋汉章等创设并由宋任董事长的中国保险公司 ,额定资本

500万元 ,实收 250万元⑤ ,与天一保险公司组成沪上保险业第二阵营 。其二 ,出现了以浙系为

主的联合保险组织。1933年 ,浙系通易信托公司保险部 、宁绍水火保险公司 、华安水火保险公

司 、华兴保险公司联合永宁 、永安 、先施 7家公司成立华商联合保险公司 ,黄溯初(永嘉)为董事

长 ,不久兼任总经理 ,本着互助合作原则 ,“期达共存共荣目的” ,这是我国“专营再保险业务的

第一个公司” ⑥,设立后“营业极为发达” ⑦。

其次 ,浙籍银行 、保险等新式金融资本间相互渗透 ,融成一体 。这种融合的一种形式是浙

帮银行附设保险公司 、信托公司 ,或信托公司附设保险公司 。华商银行创设保险公司由浙商首

开其端 ,1906年中国通商银行就创办华兴保险公司 ,该行总董朱葆三及股东严信厚 、周金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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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保险年鉴》 ,中国保险年鉴社出版 , 1936年 ,第 12页。

罗北辰:《民元来我国之保险业》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 ,银行学会 1947年编印 ,第 94页。

《保险年鉴》 ,下编 ,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 1935年 3月版 ,第 33页。

《保险年鉴》 ,中国保险年鉴社 1936年版 , 第 52页。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何谷声(余姚)、秦润卿(慈溪)、王子崧(杭

州)、钱新之(吴兴)、梁晨岚也是清一色浙江人。

罗北辰:《民元来我国之保险业》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 ,银行学会 1947年编印 ,第 95页。

《保险年鉴》 ,中国保险年鉴社出版 1936年 ,第 7页。

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1932—1934),台湾文海影印版 ,第 15—122页。



傅筱庵是公司创办人和企业代表。民国后 ,该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长期任保险公司董事

长。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浙系银行投资保险公司大为增加 。1931年 ,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宋汉

章设立中国保险公司 ,并任董事长。1932年 ,浙江兴业银行创设泰山保险公司。1933年四明

银行设立四明保险公司。1934年中国垦业银行创办天一保险公司 。浙系两家信托公司也都

参与投资保险业 ,1921年绍帮中央信托公司创设保险部;通易信托公司也于 1927年设立了保

险部 。

除这类显而易见的融合外 ,更重要的融合是浙系银行 、保险 、信托业之间的相互投资和兼

职 ,这样就把前述银行业连锁董监事会扩大到整个近代金融业。我们仍以前文例举银行业内

部相互投资的 1934年为例。该年中国保险公司董事会中有前述浙籍银行家宋汉章 、李馥荪 、

冯仲卿 、史久鳌 、潘久芬 、金润泉等 ,而宋又任中央信托公司及该公司保险部董事 ,李馥荪又任

泰山保险公司董事。银行家钱新之同时兼任太平水火险公司常务董事 ,安平 、丰盛水火险公司

董事 。徐新六又兼任泰山保险公司董事长 、安平水火险公司董事 。胡孟嘉兼任泰山保险公司 、

宁绍人寿保险公司董事。徐寄 兼任上海信托公司常务董事 ,东南 、通易两信托公司董事及通

易信托公司保险部董事。蒋抑卮兼任通易信托公司监察兼保险部董事。傅筱庵兼任华兴保险

公司董事长。张澹如兼任通汇信托公司常务董事 ,上海 、东南两信托公司董事。孙蘅甫又任四

明保险公司董事长。王伯元又任天一保险公司董事长 。厉树雄是上海保险公会主席 ,又任华

兴保险公司总经理 ,泰山 、华成经两保险公司董事。胡咏骐任上海保险公会常务委员 ,又任宁

绍人寿保险公司 、宁绍商轮公司保险部总经理。傅其霖任华安保险公司总经理 ,又兼任华兴 、

华成经保险公司董事 ,中国海上意外保险公司常务董事 ,同时任上海保险公会执行委员①。

再次 ,浙籍钱业资本与银行等新式金融资本间因相互投资和兼职 ,融为一体 。这种相互投

资和融合有多种形式 。一是素营钱业的钱庄庄东 ,在经营钱庄的同时投资银行等新式金融业 。

被称为上海 9大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的镇海李家 、宁波秦家是其中的代表。李家后代李咏裳

于 1919年 、1923年 、1931年先后与甬帮巨商徐庆云 、徐承勋等开设渭源 、敦余 、恒异钱庄② ,继

续经营钱业 。同时向银行业拓展 , 1908年参与发起创办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并任董事(以后一

直任董事)。1921年又参与创办中华劝工银行 ,并任董事长 。1928年 ,他还发起创办恒利银

行 ,兼任董事长③。秦家至第三代秦善富 、秦善德 、秦善福时 ,除继续经营上海恒兴 、恒隆 、恒

宝 、恒异 、慎源 、同庆及宁波晋恒 、鼎恒 、福恒 、泰源 、衍源等多家钱庄外 ,也开始向银行投资 。

1932年 ,秦氏三兄弟参与创办上海统原银行 ,3人均任董事 ,秦善德还兼任副经理④。二是大

批工商业者同时投资银行与钱庄。“金子大王”王伯元以标金业起家后 ,独资或与人合伙开设

鸿胜 、同庆 、同润等 9家钱庄 ,同时任垦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国泰银行 、天一保险公司董

事长 ,大华银公司 、宁波实业银行董事和乾一银公司无限责任股东 ,是近代金融界颇具影响的

人物 。孙直斋(绍兴)主要从事锡箔 、造纸和旅店业 ,同时开设了慧丰 、荣康 、惠昌 3家钱庄 ,又

是惠丰储蓄银行大股东兼对外总代表 、华东银行董事长⑤。以棉布商业起家 ,后经营棉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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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 ,第 17号 ,第 13号。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 ,第 9号;《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 ,第 119页。

《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 61 、91页。

《上海钱庄史料》 ,第 735页;《上海市钱业调查录》 ,第 47号 ,第 56号。

《保险年鉴》 ,下编 ,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 1935年 3版 ,第 9页至 150页 ,第 160页;及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

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 1页至 234页有关资料汇总 ,台湾文海影印本。



业 、染织工业的余葆三 ,开设有信康 、慎源钱庄 , 1932年参与创办统原银行 ,并任董事长①。此

类事例 ,俯拾皆是。三是一批出身钱业的钱庄合伙人出任银行经 、副理或董 、监事。孙衡甫“由

钱业出身” ,后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并任多家银行 、保险公司董事 ,是中国近代颇有影

响的银行家 ,但他仍长期合伙开设信裕 、恒隆 、恒来 、益昌慎记 、成丰等钱庄②。冯仲卿也由上

海“南市元泰钱庄习业出身” ,后又到同乡陈春澜开设的兆丰钱庄服务 ,1909年入大清银行上

海分行 ,后升任该行改名的中国银行沪分行副经理达 26 年 ,但他仍是上海志诚 、和丰 、福泰和

汉口衍源等钱庄合伙人③。谢光甫(余姚)出生于钱业世家 ,本人也出身于钱业 ,后继承父(谢

纶辉)业 ,长期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 、常务董事(一度任总经理)、华兴保险公司及华安保险公司

董事 ,但他又一直是同余 、聚康等钱庄合伙人④。何谷声(余姚)也系钱业出身 ,后改营标金 、银

行等业 ,30年代初任中国垦业银行常务董事 ,惠中银行 、乾一银公司 、大华银公司 、天一保险公

司董事 ,及泰康 、润鸿金号大股东 ,同时是慎源钱庄合伙人⑤。

四是钱业经理人员投资近代金融业 ,并在其中担任经 、副经或董 、监事 ,成为浙系银行连锁

董监事会成员 ,这是更为重要的融合形式。如兆丰庄经理胡 芗兼任中国银行副经理;敦余泰

记庄经理楼恂如任中华劝工银行经理⑥。志大庄副经理王子崧(杭州)任交通银行沪行副经

理 、总行发行部经理 、天一保险公司董事⑦。福康庄督理 、首任钱业公会会长朱五楼于 1918年

参与发起创办上海永亨银行⑧。福源庄经理秦润卿于 1921年发起创办棉业银行 ,并任董事

长⑨。同年绍兴帮钱业经 、副理 16 人参与发起人创办中央信托公司 ,并有 7 人进入董监事

会 10。据笔者统计 ,1934年有 26位浙帮钱庄经理(不包括副经理)同时在上海的银行 、保险 、信

托等近代金融组织中任董事长 、经理或董监事 ,其中 11人同时在两家以上近代金融企业中任

职 ,俞佐庭 、秦润卿的兼职更达 7家以上 ,他们融钱庄老板与近代银行家于一身 。

以上各种形式都直接融通了银 、钱两业资本 ,沟通了两方面营业 ,使浙籍钱业资本与银行

等新式金融资本融合 ,经营趋于集团化 。这也说明:认为中国的钱庄与银行没有渊源关系 ,钱

庄业者不易直接向银行家转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二 、浙籍金融家基本掌握了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 ,有了财团的组织形式

近代上海金融同业组织主要有钱业公会 、银行公会 ,这也是上海最具影响的两个同业组

织 ,它们都是由浙籍金融家发起成立的 ,其实权也主要掌握在他们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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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上海钱庄史料》第 122—123页。进入董监事会 7人是:永丰庄经理田祁原(上虞),副经理李济生(上虞);义生庄

经理田子馨(上虞);同丰庄经理裴云卿(上虞);怡大庄经理胡熙生(余姚);永余庄经理李菊亭(绍兴);安裕庄经理王鞠如(绍

兴 ,由其子王允中代表)。

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 , 1926年版 ,第 51页。

《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 ,第 29页。

《上海钱庄史料》 ,第 149页;《保险年鉴》1935年版 ,下编,第 28页。籍贯据其他资料查得。

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 , 1926年版 ,第 48页 ,籍贯据其他资料查得。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 ,第 63号。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 ,第 8号;《保险年鉴》1935年版 ,下编 ,第 109页。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 ,第 32号。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 ,第 19号;《上海钱庄史料》 ,第 769页。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 ,第 51号;《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 ,第 119页。



表 2 浙江帮在上海钱业公会中的地位

届期

类别 会　　长 副会长(常务委员) 会董 、委员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人数 浙籍 %

第一届 1917 朱五楼 吴兴
秦润卿 慈溪

魏福昌 余姚
无

第二届 1919 朱五楼 吴兴
王鞠如 绍兴

盛筱珊 慈溪
无

第三届 1920 秦润卿 慈溪 田祈原 上虞 3 2 67

第四届 1922 秦润卿 慈溪 田祈原 上虞 10 9 90

第五届 1924 田祁原 上虞 秦润卿 慈溪 10 9 90

第六届 1926 秦润卿 慈溪 谢韬甫 余姚 10 9 90

第七届 1928 秦润卿 慈溪 无 无 14 11 79

第八届 1931 秦润卿 慈溪 裴云卿 、胡熙生 、俞佐廷 、严均安(外) 10 9 90

第九届 1933 秦润卿 慈溪 裴云卿 、王怀廉 、俞佐廷 、席季明(外) 10 9 90

第十届 1935 何衷筱 上虞 邵燕山 、刘午桥 、陆书臣(外)、席季明 10 8 80

　　资料来源:1922 、1924、1926、1935 年名单据“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档” , 上海市档案馆藏;其他年份据

《上海钱庄史料》第 647—651 页历届钱业公会委员名录 , 籍贯系笔者据前述钱业公会档及《上海市钱业调查

录》(1934 年)、《上海总商会同人录》等资料查得。

注:钱业公会自 1931 年始设主席 、常委委员 、执行委员;非浙籍人士概注以“外” 。

上海钱业早在 1776年就设立了公所。19世纪 60年代钱业重心由南市移至北市后 ,南市

钱业为重振雄风于 1883年另建南市钱业公所 ,北市钱业也于 1889年创设钱业会馆 ,上海钱业

自此出现了南公所与北会馆并立的局面 ,但实际上以新型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的北市钱业

居于领导地位 ,不但钱庄数量和资本超过南市 ,银拆 、洋厘行情也以北市为据①。而北会馆完

全由浙江帮发起兴建 ,其“创事者 ,余姚陈淦;董役者 ,上虞屠成杰 ,余姚王荛阶 、谢纶辉 ,慈溪罗

秉衡 、袁鎏 ,鄞县李汉绶”② ,他们掌握了该会馆的领导权 。20世纪初 ,北市钱业以谢纶辉经理

的承裕庄余屋作为会所成立了钱业会商处 ,它既是钱业诸领袖集议商定业中大事之所 ,又是钱

业对外联络机构 。1917年 2月 ,北市钱业又以此为基础成立沪北钱业公会 。南市钱业立即表

示希望加入公会 ,以结束上海钱业分立南北两个组织的局面 ,于是上海钱业界统一组织———上

海钱业公会同时宣告成立 。浙江帮钱庄的强大实力在这一组织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见表 2 。

由表 2可知:从 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创办到抗战爆发前的近 20年中 ,该会会长始终为浙

江帮朱五楼 、秦润卿 、田祁原 、何衷筱垄断 ,其中秦润卿先后担任 6 届 ,任期达 13年;朱五楼也

连任 2届 ,田祁原 、何衷筱各任 1届 。公会副会长(副董)则先后由浙江帮秦润卿 、魏福昌 、王鞠

如 、盛筱珊 、田祁原 、谢韬甫担任。公会的历届董事 、执行委员也几乎是清一色的浙籍人 ,大部

分年份浙籍人都占 90%,最低的第三届为 66.7%。在 4名常务委员中 ,浙帮所占比重也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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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海北市钱业会馆壁记碑》 ,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第 401页。

《上海钱庄史料》 ,第 31页。



75%,比例最低的第十届也占 50%。在近 20年中 ,只有 8位外帮钱业经理人员分担过钱业公

会委员和常务委员职务(均江苏籍)。可见 ,浙江帮完全控制了上海钱业公会 ,钱业公会这一纯

正的同业组织几乎成了浙江帮钱业经营商的同乡组织 ,成了浙江钱业集团的代名词。在近代

上海 ,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业缘组织像钱业公会这样完全被一个地缘商人群体所掌握 。
表 3 1919—1931 年上海银行公会历届委员地缘结构

届期

类别 会长(主席) 副会长 董事(委员 、常委)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浙%

第一届

1918.7

宋汉章

(会长)

浙江

余姚
陈光甫

江苏

镇江

宋汉章 、盛竹书(浙)、李馥荪(浙)、倪远甫

(苏)、陈光甫 、孙景西(皖)、陶蓝泉
57.1

第二届

1920.9
盛竹书

(会长)
浙江

镇海
钱新之

浙江

吴兴

盛竹书 、钱新之 、孙衡甫(浙)、倪远甫 、孙景
西(皖)、江少峰(粤)、葛绳武(川)

43

第三届

1922.9
盛竹书

(会长)
浙江

镇海
孙景西

安徽

寿县

宋汉章 、钱新之 、盛竹书 、李馥荪 、倪远甫 、孙
景西 、叶扶霄(苏)、林康侯 、田少瀛(苏)

44.4

第四届

1924.9
倪远甫

(会长)
江苏 孙景西

安徽

寿县

宋汉章 、李馥荪 、吴蔚如(浙)、倪远甫 、孙景
西 、陈光甫 、叶扶霄 、吴蕴斋(苏)、郑鲁成

37.5

第五届

1926.9
盛竹书

(会长)
浙江

镇海
吴蕴斋

江苏

镇江

宋汉章 、李馥荪 、徐新六(浙)、胡孟嘉(浙)、
陈光甫 、倪远甫 、吴蕴斋 、叶扶霄 、黄明道

50

第六届

1927.1
无 无

宋汉章 、李馥荪 、徐新六(浙)、胡孟嘉(浙)、
陈光甫 、倪远甫 、吴蕴斋 、叶扶霄 、黄明道

50

第七届

1927.12
无 无

胡孟嘉 、徐新六 、李馥荪 、贝淞荪(苏)、陈光
甫 、吴蕴斋 、孙景西 、倪远甫 、叶扶霄

33.3

第八届

1931.6
李馥荪

(主席)
浙江

绍兴

林康侯

(秘书长)
江苏

上海

李馥荪 、胡孟嘉 、徐寄 (浙)、贝淞荪 、吴蕴
斋

60

　　资料来源:徐沧水:《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附录” , 1925 年版 , 此据台湾文海影印版;徐寄 :《最近上海

金融史》 , 1983 年版 ,第 112—114页;上海档案馆藏银行业同业公会档 S173-1-21。籍贯系笔者据历届上海总

商会名录等资料查得(人名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籍贯)。

　　上海银行公会主要也是由浙籍银行家发起成立的 。早在 1915年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正副

经理宋汉章 、张嘉 就与浙江实业银行李馥荪等发起由中国 、交通 、浙江兴业 、浙江实业 、上海

商业储蓄 、盐业 、中孚 7家银行经理人员参加的聚餐会 ,每天中午各银行要人聚餐一起 ,藉以讨

论一切。当时没有选举会长 、会董 ,也无章程 ,“全系精神上之结合”①。然而这一松散的 、不正

式的组织成为以后银行公会的组织基础。1918年宋汉章 、徐寄 、钱新之与苏籍的陈光甫等

正式发起成立银行公会。公会初创时有会员银行 12家 ,前述“南五行”及宁波系四明银行都成

为创始会员② ,选举董事 7人 ,复由董事选举经验丰富的宋汉章为首任会长 , “浙实”经理李馥

荪和“浙兴”总经理盛竹书均为首届董事 ,浙籍银行家从一开始就掌握了银行公会实权 ,这种地

位以后也没有根本动摇 。由表 3可知 ,从 1918 年到 1931年银行公会换届 8次 ,其中设会长

(主席)共 6届 ,浙系先后由宋汉章 、盛竹书 、李馥荪出任 5届会长 ,在已查明籍贯的董事或委员

中 ,浙系所占的比重也在 43%—50%之间。可见 ,银行公会这个近代上海最具影响的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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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沧水:《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附录上海银行公会会员行表 , 1925年版 ,此据台湾文海影印版。

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 ,华丰印刷所 1926年第 1版 ,第 145页。



织很大程度上已为浙籍银行掌握 ,成为浙江金融财团的组织形式 。

三 、随着金融实力的增强 ,浙籍金融资产阶级步入了
要求独立发展的成熟阶段

　　1916年中行沪分行经理宋汉章等联合以浙籍银行家为主的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坚决而有

效地抵制北京政府的“停兑令” ,是浙籍金融资产阶级要求独立发展的典型事例 。进入民国后 ,

中国银行成为政府最重要的财政工具之一 ,它与交通银行被迫为北京政府大量垫款并引起滥

事发钞 。到 1916年两行向北京政府垫款达 6 000万元 ,发钞达 8 300万元① ,而准备金仅 2

300万元 ,其中两行的上海分行占有半数②。中 、交两行现金库存枯竭的消息传出后 ,挤兑风潮

从北京 、天津等地的交行和广东 、浙江中行开始向全国蔓延 。北京政府于 1916年 5月 12日发

出全国中 、交两行停止兑现 、付现命令③。“停兑令”发出后 ,两行天津 、济南 、重庆 、成都 、广州 、

张家口等分行先后遵令停兑 ,许多银行连带发生挤兑 ,给全国金融以巨大冲击。上海分行经理

宋汉章接到“停兑令”后 ,即与副经理张嘉 、胡 芗和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董事长)、项兰

生(书记长)、蒋抑卮(常务董事)紧急磋商应付方案④ ,认为:如遵令执行 ,“则中国银行从此信

用扫地 ,永无恢复之望” , “(且)中国银行与上海钱庄关系很深 ,若遵令停兑 ,上海数十家钱庄中

不免有渐次破产者 ,其他有关系的小银行亦将如此” ,要“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 ,只能“寄希望

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⑤ ,决定抗拒乱命 ,照常兑现付存 。5月 12日 ,中行沪分行经受住

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数千人的挤兑考验 ,随后挤兑人数逐渐减少 ,至 5月挤兑风潮完全平息。

抗停兑胜利是江浙资产阶级联合抗争的结果 ,但唱主角的是浙籍银行家 。宋汉章无疑是

主帅 ,他以“宁可刑戮及身 ,不忍苟且从命” , “原尽一切力量 ,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⑥ 的

胆略和勇气毅然决定抗拒停兑 ,并为此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先就商于浙江兴业银行董事

长叶揆初及常务董事蒋抑卮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经理李馥荪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

甫 ,由蒋 、李 、陈以中行股东名义向会审公廨起诉分行经协理有损害股东权益行为⑦;继则往访

外资汇丰 、德华两银行经理 ,约定向外商银行押借 200万元(后因风潮不久平息并未动用);又

与原副经理 、钱业领袖胡 芗走访后马路各大钱庄 ,取得各钱庄必要时提供 100万元予以支持

的承诺⑧。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作为中行上海分行的大股东和领券银行 ,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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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银行及上海钱业 , 1914年前后都与中行上海分行订立有领用中行钞票的契约 ,此后上海钱业

“专用中行钞票矣” ,(徐寄 :《最近上海金融史》 ,华丰印刷所 1926年 ,第 229页),这是它们联合抗停兑的经济基础。

按租界法律:如诉讼成立 ,则在诉讼未判决前 ,北京政府就不能逮捕现任经 、副理 ,宋等就可以主持抗停兑斗争。

冯仲卿:《关于上海中行 1916年抗令回忆》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 49辑 , 第 108页。 冯与宋汉章同籍浙江余

姚 ,时任中行沪分行营业专员 , 1920年升任襄理 ,次年升副行长。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 ,第 27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 1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222—223页。

《旧上海的金融界》 ,第 15页。“浙兴”与中行沪分行关系非常密切 , 这不仅因为宋汉章 、胡 芗 、叶景葵 、项兰生都

出自大清银行 ,更重要的是“浙兴”是中行沪分行最大的领券银行 ,在中行沪分行的领券和存款有数百万 ,如中行停兑 ,势必

损及“浙兴” 。

停兑令见《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第 264—265页。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 2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263页。

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 , 1993年版 ,第 70页。



行沪分行取坚决一致态度 ,照常收兑中行兑换券 ,“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质” ①,有力地支持

了中行。以浙籍银行家 、工商业者叶揆初 、蒋抑卮 、李馥荪 、钱新之 、项兰生 、徐新六 、徐寄 、胡

藻青 、沈新三 、周庆云 、蒋孟萍等股东为核心的中行股东联合会 ,誓为中行上海分行经 、副理后

盾 ,在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②。李馥荪首先以中行股东名义起诉中行上海分行 ,蒋抑卮“代谋

复兴之策 ,切中窍要”③ ,项兰生的家则成了宋汉章 、张公权 、胡 芗 、叶揆初 、蒋抑卮等日夜密

商对策之所④ ,对斗争取胜都作出了贡献。胡 芗利用他在钱业界的地位 ,与各钱庄经理约定

照常接受中行沪分行兑 券 ,并为中行广为收兑 ,其“匡赞之功亦不可没”⑤。总之 ,抗停兑斗争

把浙系金融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

抗拒停兑既是浙江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之一 ,又是其发展的契机 。在这一斗争中 ,宋汉章

被誉为有胆识的爱国者 , 5月 15 日《新闻报》转载《字林西报》“社论”说:“沪埠赖有此举 ,而不

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 ,此等举动 ,乃足以当胆略非常 ,热心爱国之称誉” 。该报

“新评”也说“非资力雄厚兼有胆识者 ,何能若是! 此后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 ,均可少安勿

躁矣”⑥。的确如此 ,风潮平息后 ,中行上海分行的信誉空前提高 , “实际成为商股经营的中国

最大的银行” ⑦,奠定其作为上海银行家 、工商实业家金融后盾的地位 ,宋汉章也成为上海金融

领袖 ,长期主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及总行⑧ ,1918年参与创办上海银行公会 ,并被推举为首任

会长。钱新之作为中行沪分行股东联合会秘书长在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 1917年初交行上

海分行复业后即出任协理⑨ ,开始涉足银行业并由此崛起 ,1919年就升任经理 。李馥荪因在抗

停兑中首先以中行大股东身份延聘律师起诉中行沪分行 ,全力支持宋汉章 ,事后也身价倍增 ,

上海银行公会成立时当选书记董事 ,以后还长期担任银行公会主席。胡 芗也在 1918年复任

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10。以上述银行家为代表的浙籍金融资产阶级在抗停兑斗争中深切感

到:只有联合才能摆脱政府控制 ,获得独立自由发展 ,因而更加强相互间经济联系 ,逐渐形成以

“南五行”为核心 、银行资本与保险 、钱业等资本融合的浙江金融财团 。

四 、涌现出一批本集团的优秀代表和有影响的代言人

在辛亥以后至 20年代末的上海金融业大发展中 ,一批浙江籍金融人才迅速崛起 。以钱业

为主的诸如曾任 6届钱业公会主席的钱业革新派代表秦润卿 ,中央信托公司创办人 、曾任钱业

公会总董的永丰庄经理田祈原 ,曾任钱业公会主席的同余庄经理邵燕山 ,曾任钱业公会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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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胡庆衍:《先考 芗府君行述》 ,《余姚胡 芗先生哀挽录》 , 1920年铅印本 ,上海市图书馆藏;前引《中国银行上海分

行史》 ,经济出版社 1991年版 ,附录三。

1916年 5月停兑令下达后 ,交行上海分行因实力不济 ,遵令停兑。 12月 ,曹汝霖向日本为交行借款 500万日元后 ,

江浙一带分行首先复业。

详见前揭:《中国银行行史》附录六;《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附录三。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发展史》 ,第 3卷 ,第 75页。

《新闻报》1916年 5月 16日 , 15日。

胡庆衍:《先考 芗府君行述》 ,载《余姚胡 芗先生哀挽录》 , 1920年铅印本 ,藏上海市图书馆。

项兰生:《菽叟年谱》 ,转见《中国银行行史》第 86页。

叶揆初:《蒋君抑卮家传》 ,藏上海市图书馆。

参见中国银行行史编委会:《中国银行行史》 ,第 88 、86 、78—79页有关内容。

项兰生在《菽叟年谱》中提到中行抗停兑时说:“宋汉章 、张公权 、胡 芗等每晚来我家密商应付 ,每夜宾客不断。我

与揆初 、抑卮全力支持 ,决定沪行不奉命 ,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盾。”转见《中国银行行史》 , 第 86页。盛慕杰在《旧上海金

融业综述》中说 , “浙兴”集中资产向钱庄押款 ,秘密支持中行 ,见《旧上海的金融业》 ,第 16页。



滋康庄经理何衷筱 ,曾任钱业公会副主席的安裕庄经理王鞠如 、赓裕庄经理盛筱珊 ,曾任钱业

公会副董的承裕庄经理的谢韬甫等。以银行业为主的诸如敢于抵抗北京政府“乱命”的宋汉

章 ,被称为“洋进士”的吴鼎昌 ,被称为中国银行家中“四大名旦”之二的钱新之 、李馥荪 ,以及盛

竹书 、蒋抑卮 、叶景葵 、徐寄 、胡孟嘉 、陈朵如 、徐新六 、孙衡甫 、虞洽卿 、严成德等。

这批金融人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他们绝大部分出生于沿杭州湾地区 ,特别是宁绍沿海

地区。这里自古就是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也是我国钱庄业的发祥地之一。明隆庆元

年(1567年)开放海禁不久 ,宁波就出现兼营银圆 、铜钱兑换的南货店 ,并有统一的兑换率①。

清乾嘉年间 ,宁绍一带以经营借贷业务为主的“大同行” 、“小同行”已十分发达 ,鸦片战争前后

又开创了钱业界的“过帐制度” 。所以这里有经营金融业的传统 ,宁绍人也以金融才能见长 。

从地理上看 ,这里面向辽阔的海洋 ,宁波 、杭州等自唐宋后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鸦片

战争后又成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 ,因而这里更多地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 ,人们的商品意识 、

开放意识 、金融意识远胜于其他地区。第二 ,以钱业为主的金融风云人物大多从小习业于钱

庄 ,年富力强时担任了钱庄经理 ,具有丰富的钱业经营经验和卓越的经营才能。秦润卿 14岁

经表叔林韶斋(慈溪)介绍进苏州程氏协源庄当学徒 ,先后师从该庄经理沈荔泉(余姚)、罗樾卿

(上虞)。他虽寒素布衣 ,然于业务兢兢业业 , “行有余力 ,晨则习字 ,晚则学算 ,不稍怠忽”② ,成

为“在商而有士行历”的儒商③,由学徒迁帐房 、信房 、跑街 ,年刚过而立升任苏州程氏福源钱庄

经理 。从 1917年起 ,他历任钱业公会副会长 、会长 、总董 、主席及钱业联合准备库主席等职 ,成

为公认的钱业领袖。邵燕山幼年就在上海南市嘉惠钱庄习业 ,继至北市汇康钱庄服务 , 30初

度时经南市商会会长王一亭引荐 ,出任甬商李云书创设的同余庄经理 。他阅历丰富 , “勤俭谨

慎 ,不尚虚荣” ,经理该庄 30余年 ,虽历经风潮而一帆风顺 ,邵氏本人也因此成为上海钱业界的

风云人物④。素营钱业的李寿山 ,而立之年就出任苏州程氏顺康庄首任经理 ,也是一任 30余

年。他“对于现币颇有研究 ,阅历甚深” ,且有胆识 ,经他操奇计盈 ,顺康庄在 20多年里盈利达

200多万元 ,使这家开办时仅为苏州顺康庄分庄的小钱庄一跃而为沪上首屈一指的大型钱

庄⑤。俞佐廷早年在上海恒祥庄习业 ,继而回家乡宁波任元一庄经理 ,在甬江“颇负盛名” 。

1931年回上海创办恒异庄并任经理。他经验丰富 ,被称为钱业中的“杰出人才”⑥。王鞠如系

南市震安庄习业出身 ,为该庄经理陈冶卿(绍兴人)的高足 ,继在南北市涵春 、元泰 、永盛 、承裕

等多家钱庄服务 ,后任镇海方氏家族安裕庄经理 , “于同业中颇露头角 ,终为业中翘楚”⑦。被

称为钱业中“不可多得之人才”的楼恂如(鄞县)也从钱庄习业出身 ,年不足而立 ,即出任敦余泰

记庄经理 ,经他操奇计盈 ,这家开设时仅为元字号的小钱庄 ,很快成为颇具影响的汇划庄 ,他本

人也连任多届钱业董事 、执行委员⑧。第三 ,银行界领袖人物大多受过较高层次的近代专门教

育 ,不少留学国外 ,不但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而且具有近代民主意识和金融经营思想 。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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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第 47号;及《上海钱庄史料》 ,第 648—649页。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第 2号。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第 56号。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第 10号。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调查课:《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油印本),第 8号。

唐文治:《慈溪秦润卿先生七十寿序》 ,《茹经堂文集》 ,六编 ,卷三。

秦润卿:《抹云楼家言》 。

茅普亭:《宁波钱庄小史》(油印本)。



卮1904年留学日本 ,只因耳疾 ,“未克竟学”即于 1905 年回国 ,在日期间他“愤国势之陵夷 ,研

究彼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勃兴 ,知金融与实业关系至密” ,回国后即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①。

吴鼎昌 22岁考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毕业回国后又获得商科进士 , 1912年 28岁时被任命为

中国银行监督(首任行长),1917年又发起创办了金城银行 ,同年又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 。徐

新六 12岁入上海南洋公学 ,18岁毕业后赴英国留学 ,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士和维多利亚大学商

学士 ,接着又在法国巴黎国立政治大学专修国家财政学 ,年仅 27岁担任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协理②。胡孟嘉早年也就读于南洋公学 ,1908年也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 ,专攻经济学 ,获硕士

学位③ ,1921年担任了交行沪行第一副经理 。徐寄 16岁就东渡日本 ,先入东京同文书院 ,继

入山口高等商校专攻经济学 , 1910年获得学士学位 ,从 1914 年任中国银行兰溪支行经理起 ,

从事金融工作长达 40年④。钱新之 12岁入上海育才学堂 , 17岁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

济学 , 18岁又官费留日 ,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续习财政和银行学 ,回国后任教于南京商业学

校 ,1917年 32岁时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⑤。宋汉章毕业于上海教会办的中西书院 ,

曾服务于外人管理的海关 ,不久任通商银行华 、洋两大班间的翻译 , “对于欧美企业管理方法 ,

耳习目染 ,不无体验” 。进士出身的叶揆初“虽未留学国外 ,而在维新变法后 ,广览译著 ,富有欧

美财政知识” ⑥。即便未受过正规近代教育的 ,在经营实践中也与外商频繁接触和亲密往来 ,

虞洽卿就是其代表。他早年任鲁麟洋行买办 ,1902年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 ,从 1903年起任荷

兰银行买办达 30余年 ,使他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 ,增长了金融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第四 ,

他们中不少是同乡 、同学和多年同事 ,个人私交密切 。如吴鼎昌与钱新之为吴兴同乡 ,又为密

友 ,是“北四行”各联营机构的黄金搭档 。胡孟嘉与徐新六是南洋公学的先后校友 ,且同为学界

耆老唐文治入室弟子 ,1908年两人又同时考取庚款赴欧留学生 ,并且同入伯明翰大学⑦。徐寄

与黄溯初是永嘉同乡 ,又是日本山口高等商校的同窗好友 ,回国后又在上海共同创办《时事

新报》⑧;而徐寄 与李馥荪也是山口高等商校的校友⑨。李馥荪与陈朵如既是绍兴同乡 ,在东

京留学时又都攻读银行学(陈在早稻田大学),所以在日时就成为知交 ,1912年两人同时受汤

寿潜指派清理原浙江银行 ,从 1918年起两人分任浙江实业银行总 、协理 ,直至解放 。叶揆初 、

吴鼎昌 、宋汉章 、项兰生又都是大清银行的同事 ,叶为总行监督 ,项任书记长 ,宋为上海分行经

理 ,吴为南昌分行总办。而宋汉章与冯仲卿 、胡 芗 、谢韬甫 、孙铁卿 、严成德 、王怀廉 、胡熙生

都是余姚同乡 ,田祁原 、何衷筱 、裴云卿则是上虞同乡 ,他们都是绍兴旅沪同乡会的头面人物 。

这种连锁同学 、同乡 、同事关系密切了彼此间的关系 ,成为浙江金融财团的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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